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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低碳ＴＦＰ的中介效应检验

许冬兰，张　敏

摘　要：在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和随之引起的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的当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的强化来实现

环境治理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双赢局面？为此，本文聚焦于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

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４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模型、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系统 ＧＭＭ
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测算和回归。研究发现：（１）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呈 Ｕ型关系，归因于环境

规制的 “遵循成本效应”和 “创新补偿效应”的共同作用；（２）低碳ＴＦＰ作为中介在两者间起到促进作用，

其中，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环境改善效率的影响为负，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３）资本

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正，而专利技术和出口规模的影响为负。研究可知，长期来看，严格的环境规

制有利于实现全球价值链的绿色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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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分工成为各国参
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处于ＧＶＣ高端环节的国家通过投入技术、知识和资本等高级要素参与到
国际分工中，获取高附加值，而处于ＧＶＣ低端环节的国家则以资源、低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被
嵌入到ＧＶＣ中，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获取低附加值。这种价值链分工模式使包括中国在内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 “低端锁定”的困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１］。因而ＧＶＣ
攀升不仅是发达国家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此同时，全球气候
变暖、雾霾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
战［２］，各国通过实行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以应对挑战，避免生态危机。在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和环境
破坏日趋严重的双重背景下，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的战略目标，同时明确地将 “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重要任
务。那么，能否通过环境规制的强化来实现环境治理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双赢局面呢？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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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的实施将有利于生态环境治理，但环境规制究竟会促进还是抑制ＧＶＣ攀升？低碳全要素
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是否是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中介影响变量？环境
规制主要通过哪些途径影响ＧＶＣ地位？内在传导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益于中国
制定适当的环境标准，而且对于将来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和促进经济向低碳集约型增长模
式转变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环境经济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
的研究领域，为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
从文献的角度看，现阶段国内外学界大致从三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一是环境规制对ＧＶＣ

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 “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承担额外的污染
治理费用，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 ＧＶＣ地位攀升［３］［４］；第二种观点是 “创新补偿效
应”，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进步的能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从而促进ＧＶＣ地位攀升［５］［６］［７］［８］；第三种观点是 “综合效应”，认为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情况［１］［９］［１０］。二是环境规制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Ｌｉ
等［１１］、何爱平等［１２］发现，环境规制对低碳ＴＦＰ增长具有促进作用；Ｗａｎｇ等［１３］、黄庆华等［１４］、杜
龙政等［１５］、杨仁发等［１６］则认为，环境规制对低碳ＴＦＰ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剖析其内在影响，陶锋
等［１７］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推动绿色技术效率改善，进而促进低碳ＴＦＰ增
长。最后，原毅军等［１８］、蔡乌赶等［１９］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低碳

ＴＦＰ的影响，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对低碳ＴＦＰ的影响体现出异质性。三是ＴＦＰ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
响。Ｃａｚａｃｕ［２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出口业绩更好，技术和效率的异质性是解释各地
区总贸易结果差异的关键；杨连星等［２１］认为，提升行业ＴＦＰ能够显著促进ＧＶＣ升级；文娟等［２２］

提出，改善ＴＦＰ是深化企业ＧＶＣ分工的重要途径。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对于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及低碳ＴＦ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鲜

有研究将环境规制、低碳ＴＦＰ和ＧＶＣ攀升三者同时纳入统一的框架来分析，也没有用低碳ＴＦＰ
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环境规制对于ＧＶＣ攀升的影响机制。鉴于此，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思路创
新与研究拓展：（１）在分析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总效应的同时，作为一个全新视角，将考虑环
境要素的低碳ＴＦＰ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中介效应，使环境规制与ＧＶＣ
地位关系的研究更加精确和全面；（２）构建动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进一步对各国低碳ＴＦＰ进
行科学测度与分解，然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深层内在传导机制，
并提出ＧＶＣ地位可能的提升路径。
本文余下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模型介绍、变量与数据说

明；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环境规制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制定的政策与措施，而全球价值链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获得附加值
的一种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为了探寻两者之间内在的深层关联机制，除了分析两者间的直接影响机
制，还有必要分析两者的间接影响机制。为了更好地剖析后者，有必要找到一个同时包含环境和经
济的变量来做桥梁和中介，而低碳ＴＦＰ正是衡量环境和经济双赢的最佳指标。低碳ＴＦＰ水平的高
低与环境规制高度相关［１１］［１３］［１６］，并对ＧＶＣ地位有显著影响［２１］［２２］。因此，本文把低碳ＴＦＰ作为中
介变量来检验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攀升的间接影响，同时探索两者间的内在传导机制。

（一）环境规制直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总效应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 “遵循成本效应”层面，政府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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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承担额外的污染税，增加污染治理费用［２３］。在假定企业保持原有的技术水平、
拥有的资源数量不变、消费者需求既定的前提下，企业已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如果实行环境规制就
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抑制ＧＶＣ攀升。二是从 “创新补偿效应”层面，实行恰
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改进生产过程、使用清洁生产设备、研发绿色生产技术，从而改善企业
生产效益、扩大生产规模、促进技术进步，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补偿”能够弥补 “遵循
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促进ＧＶＣ攀升。可见，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取决于
环境规制 “遵循成本效应”与 “创新补偿效应”两者间的力量较量。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治污成本，企业还面临污染税、排污许可等费用，

但增加的环境成本仍处于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企业便会选择安于现状，况且只有长期的研发投入
才能促进技术进步，故企业缺乏研发动力。环境规制有可能打破企业原来的均衡，挤占企业计划用
于研发的资金，“遵循成本效应”大于 “创新补偿效应”，抑制ＧＶＣ攀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
环境成本占比逐渐加大，企业为了获得长期利润，可能引进污染处理设备进行绿色生产，增加绿色
研发投入，改进生产过程和工艺，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抵消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上升，“创新
补偿效应”弥补甚至超过 “遵循成本效应”，促进ＧＶＣ攀升。
据此，提出假设１：环境规制与ＧＶＣ地位间可能存在Ｕ型关系。
（二）环境规制间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理论分析：以低碳ＴＦＰ为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对低碳ＴＦＰ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从碳排放角度，企业为达到环境规制的

治理标准，会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同时环境规制引致的技术进步偏于 “绿色”，可以提
高能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２４］，进而促进低碳ＴＦＰ的提高。二是从生产率角度，环境规
制成本会挤占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之前，企业要决定生产部门的选址以及节能减排设备的采购，
会增加企业固定成本；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要选择能耗更低、排放更少的原材料，购买排污权、缴
纳环境税等，从而影响企业的可变成本。同时，环境规制也会降低企业的产出水平，阻碍低碳

ＴＦＰ的增长［１７］。可见，环境规制对低碳ＴＦＰ的影响，取决于环境规制 “碳减排效应”与 “生产率
效应”两者间的大小对比。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通过减少部分污染物排放以达到政府排污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 “碳减排效应”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企业也面临额外的环境税、排污权等费用，从而大幅提
高企业的治污成本，而且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绿色研发的动力不足，不利于提高生产率，“碳减排
效应”对低碳ＴＦＰ的促进作用小于 “生产率效应”对其的抑制作用，故低碳ＴＦＰ有下降趋势；当
环境规制水平加强时，较高的环境标准使企业的技术进步 “绿色偏向”，企业可能会大幅增加绿色
研发投入，引入清洁技术，促进企业生产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大幅提高节能减
排效率，从两方面共同提高低碳ＴＦＰ。
当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 （资本、劳动及能源等）不变时，一国低碳ＴＦＰ水平提高，则可能带

来以下变化：（１）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带来产品成本的下降，从
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ＧＶＣ攀升；（２）绿色技术更成熟，降低治污成本和能耗，利润获取能力
越强，产品也更符合国际市场的绿色标准，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促进国际贸易转型升级，进而
促进ＧＶＣ攀升；（３）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来适应环境规制的要求，从而提高
产品的技术含量，更多地参与中间品生产等高端环节，进而提升ＧＶＣ地位。由此可知，低碳ＴＦＰ
越高，企业越有意愿和能力融入国际市场，生产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中间品，促进 ＧＶＣ攀
升。
据此，提出假设２：环境规制与低碳ＴＦＰ间可能存在 Ｕ型关系，且低碳ＴＦＰ在环境规制与

ＧＶＣ地位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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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以低碳ＴＦＰ分解项为中介变量
本文将低碳ＴＦＰ分解成四个效应：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环境改善效率及纯技术效率效应，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来剖析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内在传导机制。

１．规模效率效应。政府实行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治污支出，企业会面临购买排污
设备、重新选址等问题。成本上升、优势削弱等会导致企业缩小其生产规模，甚至淘汰高污染、高
能耗环节或位于排污税较高区域的厂址，不利于规模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为了符合环境标准，
企业会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研发新型产品和绿色技术。流程革新和技术升级会降低企业的单位生
产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价格，消费者需求扩大，企业扩大其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２５］，提高
规模效率。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通过关闭部分高能耗企业、缩小生产规模即可达到环境标
准，故规模效率下降；但当环境规制加强时，企业缩小规模不足以弥补环境成本的上升，会激励企
业技术升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率。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占有更大
的市场份额，形成规模经济，获得更高的利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从而提高ＧＶＣ地位。
据此，提出假设３ａ：环境规制与规模效率间可能存在 Ｕ型关系，且规模效率在环境规制与

ＧＶＣ地位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２．技术进步效应。为了达到环境标准，企业通常会采取以下两种措施：一是通过增加治污支
出来减少污染排放。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治污领域，治污成本会挤占研发资金，削弱技术进步
的积极作用，即抵消效应。二是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清洁生产，提高企业的治污能力和生产率水
平。企业为了获得长期的利润，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升级，提高企业绿色生产的能力，进而
形成新的竞争力，即补偿效应［２５］。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的相互作用来影响技术进步。
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企业将部分资金投入到治污领域即可达到排污标准，研发动力不足，同
时，环境成本会对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抵消效应”大于 “补偿效应”，不利于技术进步；当环
境规制趋紧，会倒逼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产品工艺创新，大幅促进 “补偿效应”的积极作用，促进
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有利于生产从低端转向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提高中间品附加
值，从而促进ＧＶＣ攀升。
据此，提出假设３ｂ：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间可能存在 Ｕ型关系，且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与

ＧＶＣ地位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３．环境改善效率效应。环境规制实施后，一方面，为达到排污标准，迫使国内企业选择节能
减排的生产流程，购买绿色生产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加清洁的原材料。抑或为了满足环境规
制的要求，不得不改进现有生产技术水平、研发绿色生产技术，因而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有利于
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根据 “污染避难所假说”，加强环境规制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
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进入的绿色贸易壁垒，减少高污染外商的进入，增加清洁型企业的进入，
在直接降低排污的同时，实现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带动国内企业的节能减排，从而改善生态环
境。所以，不论内外资企业，环境改善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降低治污成本和能源消耗，使得产品更
符合国际市场的绿色标准，从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提升ＧＶＣ地位。
据此，提出假设３ｃ：环境规制对环境改善效率可能有正向影响，且环境改善效率在环境规制

与ＧＶＣ地位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４．纯技术效率效应。当政府实行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时，企业倾向于通过淘汰技术效率较低
部门等简单的内部措施来弥补治污成本，也会适当加强技术指导与管理培训，便于管理经验的累积
和熟练技能的形成，从而促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流程改进，提高纯技术效率；当环境规制不断加强
时，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引进高端的管理人才和设备，但是由于短期内实现对其的合理配置
有一定的难度，使得一定程度上无法充分发挥管理者的才能和高端设备的效能，从而阻碍纯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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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升。此外，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可以提高制度质量和管理水平，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生
产要素质量和层次，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引导要素流向高端生产环节，进而促进 ＧＶＣ攀
升。
据此，提出假设３ｄ：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间可能存在倒 Ｕ型关系，且纯技术效率在环境规

制与ＧＶＣ地位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三、模型介绍、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介绍

１．ＧＶＣ地位指数。基于 Ｗａｎｇ等［２６］的ＧＶＣ分解结果和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７］的ＧＶＣ地位指数定义，
本文构建出相应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

ＧＶＣｉｔ ＝ｌｎ（１＋
ＩＶｉｔ
Ｅｉｔ
）－ｌｎ（１＋ＦＶｉｔＥｉｔ

） （１）

其中，Ｅｉｔ为ｉ国ｔ年的总出口，ＩＶｉｔ为ｉ国ｔ年的间接国内增加值，ＦＶｉｔ为ｉ国ｔ年的国外增加
值。如果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出口中间品给其他国家，则该国应位于ＧＶＣ相对高端环
节，其ＩＶ占比要高于ＦＶ 占比；如果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进口其他国家中间品，则该
国应位于相对低端环节，其ＩＶ占比要低于ＦＶ 占比［２８］。

２．动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本文参考雷明等［２９］的做法，使用动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
算并分解低碳ＴＦＰ指数。分解指数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环境能源约束下动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关系

具体分解表达式如下：

Ｍ（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ｔ＋１ｂ ，ｚｔ＋１，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ｖ（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１ｖ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１
２ 熿

燀

×

Ｄｔｃ（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ｃ（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１ｃ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ｃ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ｖ（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ｖ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燄

燅）

１
２

（２）

ＴＥＣ ＝Ｄ
ｔ＋１
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ｚｔ）

熿

燀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ｚｔ

燄

燅）

（３）

其中，ｘ为投入要素，ｙ为产出要素，ｙｂ 为环境负产出要素，ｚ为动态要素。下标ｃ和ｖ分别
代表规模报酬不变和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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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量模型。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以及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１６］，以及经济惯性
可能产生的作用，即前一期结果可能对后一期有一定影响，本文借鉴戴翔等［３０］的方法将滞后一期

ＧＶＣ地位指数、低碳ＴＦＰ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回归方程中来，加入动态模型滞后项。同时根据上
述理论分析，加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以验证各假设中的非线性关系是否成立。为消除一次项和其平
方项的高相关性引发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借鉴于晓宇等［３１］的研究，对环境规制及其二次项进行均
值中心化。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小于１０，即无需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合前述的理论分析，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系统ＧＭＭ展开以下三个步骤来检验各理论假设。
首先，设定如下环境规制直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总效应模型 （４），对假设１进行检验：

ＧＶＣｉｔ ＝α０＋α１ＧＶＣｉ，ｔ－１＋α２ＥＰＩｉｔ＋α３ＥＰＩ２ｉｔ＋γＺｃ＋εｉｔ （４）

其次，借鉴余东华等［２］、许和连等［３２］的方法，设定如下以低碳ＴＦＰ为中介变量的环境规制间
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计量方程，对假设２进行检验，模型 （４）－ （６）构成中介效应模型。借鉴温
忠麟等［３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检验模型 （４）中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若不显
著，表明环境规制和ＧＶＣ地位之间无稳定关系，中介效应也就无从谈起［２］；若系数显著，则进行
第二步检验，即依次检验模型 （５）中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和模型 （６）中低碳ＴＦＰ的回归系数是
否显著，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使用Ｓｏｂｅｌ检验，通过则中介效应存在，反之亦然；若二者的系
数都显著，则进行第三步检验，即检验模型 （６）中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则为
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ＬＣＴＦＰｉｔ ＝β０＋β１ＬＣＴＦＰｉ，ｔ－１＋β２ＥＰＩｉｔ＋β３ＥＰＩ
２
ｉｔ＋γＺｃ＋εｉｔ （５）

ＧＶＣｉｔ ＝τ０＋τ１ＧＶＣｉ，ｔ－１＋τ２ＥＰＩｉｔ＋τ３ＥＰＩ２ｉｔ＋τ４ＬＣＴＦＰｉｔ＋γＺｃ＋εｉｔ （６）
最后，为了深入剖析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内在传导机制，设定如下计量方程对假设３ａ、

３ｂ、３ｃ、３ｄ进行检验，模型 （４）、（７）、（８）构成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ｔ ＝φ０＋φ１Ｍｉ，ｔ－１＋φ２ＥＰＩｉｔ＋φ３ＥＰＩ
２
ｉｔ＋γＺｃ＋εｉｔ （７）

ＧＶＣｉｔ ＝ω０＋ω１ＧＶＣｉ，ｔ－１＋ω２ＥＰＩｉｔ＋ω３ＥＰＩ２ｉｔ＋ω４Ｍｉｔ＋γＺｃ＋εｉｔ （８）
其中，ｉ代表国家，ｔ代表年份，ＥＰＩ代表环境规制，Ｚｃ 代表控制变量，Ｍｉｔ代表低碳ＴＦＰ分

解项。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１．环境规制指数 （ＥＰＩ）。ＥＰＩ体现了一国的环境规制强度。ＥＰＩ越大，代表该国的环保政策
规则、环境管理措施越完善。本文参考谢波等［１０］、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等［３４］的方法，使用ＣＩＥｓＩＮ发布的
环境绩效指数作为环境规制指数的替代变量。

２．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地位指数。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７］认为，使用一国出口的中间品和进口的中间
品可以衡量该国ＧＶＣ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以Ｋｏｏｐｍａｎ定义的ＧＶＣ地位指数作为衡量各国

ＧＶＣ地位的指标。所用数据根据 ＷＩＯＤ数据库及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整理计算所
得。鉴于ＣＩＥｓＩＮ不同年份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标准不同以及最新发布的２０１６年版 ＷＩＯＤ数据仅
更新到２０１４年，故本文使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数据。

３．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ＬＣＴＦＰ）。本文界定广义低碳ＴＦＰ为包括工业 “三废”和其他多种环
境污染物情况下的ＴＦＰ。鉴于国际数据可得性，本文中的低碳ＴＦＰ是仅考虑ＣＯ２ 排放下的ＴＦＰ。

参考许冬兰等［３５］的做法，将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纳入 ＴＦＰ核算体系，计算４０个国家的狭义低碳

ＴＦＰ。
（１）投入指标：劳动投入采用各国全部从业人员年工作总时间 （百万小时）；能源投入采用各

国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石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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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出指标：期望产出采用各国ＧＤＰ （亿美元），并将其调整为美元不变价；非期望产出采
用ＣＯ２ 排放量 （万吨）。

（３）动态要素：选取固定资产投入 （亿美元）作为动态要素。参考Ｔｏｎｅ等［３６］的处理方法，投
入采用上年的固定资产投入，产出采用本年的固定资产投入。
上述各指标所涉及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ＧＤＣ数据库。此外，本文旨在研究低碳ＴＦＰ是

环境规制影响 ＧＶＣ 地位可能的中介变量，需要的是低碳 ＴＦＰ 的绝对值。由于动态 ＥＢＭ－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其分解项均为环比增长指数，参考邱斌等［３７］的方法，通过指数累乘得到低碳

ＴＦＰ及其分解项指数的绝对值。

４．控制变量。（１）资本深化程度 （ＫＬ）：借鉴余姗等［１］、王毅等［３８］，采用一国资本存量与劳
动力年平均人数的比值衡量资本深化程度。此指标越高，研发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越高，越有利
于ＧＶＣ攀升。（２）专利技术 （ＰＡＴ）：借鉴蔡乌赶等［１９］，采用专利申请量与人口总数的比值表示
专利技术。专利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创新对产品附加值的影响。技术含量越高，ＧＶＣ地
位越高。（３）外资渗透率 （ＦＤＩ）：借鉴谢波等［１０］，采用ＦＤＩ净流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外资渗透
率。ＦＤＩ通过示范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方式发挥其对 ＧＶＣ攀升的积极影响。 （４）出口规模
（ＥＸＰ）：借鉴余东华等［２］、陶锋等［１７］，采用一国出口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出口规模。出口规
模通过影响中间品与最终品的出口额进而影响ＧＶＣ地位。所用数据由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ＧＤＣ数据库
整理计算所得。

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选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４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环境规制的标准差为７．９０３　３，说明不同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有
较大差异；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均值为－０．０３３　９，初步表明处在ＧＶＣ中低端环节的国家多于处在高
端环节的国家。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 ８０．８９２　１　 ７．９０３　３　 ５３．７４０　０　 ９０．８６０　０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地位 －０．０３３　９　 ０．１０２　８ －０．３１７　９　 ０．２８３　１
中介变量 低碳ＴＦＰ　 １．０１３　６　 ０．１３９　３　 ０．６４８　６　 １．６７６　６

规模效率 １．００２　９　 ０．０８６　５　 ０．７０８　５　 １．６７４　１
技术进步 １．０００　１　 ０．０５９　１　 ０．７７３　８　 １．２００　２
环境改善效率 １．００２　１　 ０．０３１　０　 ０．８２６　４　 １．１９２　８
纯技术效率 １．００９　７　 ０．０９５　２　 ０．６７６　３　 １．５８１　５

控制变量 资本深化程度 ０．２９２　０　 ０．１２７　１　 ０．０２９　５　 ０．５３４　１
专利技术 ０．０４１　３　 ０．０７４　１　 ０．０００　３　 ０．４１４　４
外资渗透率 ６．４２０　５　 ２０．９０１　１ －５８．３２２　９　 ２５２．３０８　１
出口规模 ０．４２７　２　 ０．２７４　２　 ０．０５４　１　 １．３７５　８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４０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计量检验。鉴于各国具体情况不
同，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系统ＧＭＭ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一）环境规制直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总效应回归分析
表２是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总效应回归结果。为了增加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模型 （４）依

次引入控制变量。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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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期内，环境规制与ＧＶＣ地位之间存在显著Ｕ型关系。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１，即随着环境规
制强度的增加，对ＧＶＣ地位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作用。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存在一
个拐点。在拐点左侧，环境规制水平较低，一般也是政府引入环境规制的初期，虽然可能会增加企
业污染治理成本，面临额外的污染税和行政费用，但增加的环境成本仍处于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
企业可能会选择安于现状，况且只有长期的研发投入才能促进技术进步，故企业缺乏研发动力。短
期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源数量以及消费者需求无法获得及时调整，环境规制有可能打破企业原来
的均衡，挤占企业计划用于研发的资金，“遵循成本效应”对ＧＶＣ地位产生抑制效应。随着环境
规制强度超过拐点，即企业的收益达不到预期或无法承担高强度环境规制导致的额外环境成本时，
企业为了获得长期利润，可能引进污染处理设备进行绿色生产，改进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增加绿
色研发投入，研发绿色生产技术，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抵消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上升，“创新
补偿效应”有利于形成企业新的竞争优势，促进ＧＶＣ攀升。

表２　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总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ＶＣ

（１） （２） （３） （４）

Ｌ．ＧＶＣ　 ０．８９３　０＊＊＊ ０．９０３　８＊＊＊ ０．９０３　９＊＊＊ ０．９４０　３＊＊＊

（１１．１１０　３） （１１．７００　６） （５５．５９５　２） （５７．９０９　０）

ＥＰＩ －０．０３５　２＊＊＊ －０．０４１　１＊＊＊ －０．０２９　８＊＊＊ －０．０３７　３＊＊＊

（－５．５９０　４） （－６．０９５　６） （－５．３１１　０） （－１７．０３８　７）

ＥＰＩ２　 ０．００８　６＊＊ 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０４　３＊＊

（２．０５６　９） （２．０７９　１） （７．３９８　４） （２．２３４　５）

ＥＸＰ －０．０５０　２＊＊＊ －０．０６１　１＊＊＊ －０．１０３　３＊＊＊ －０．０５５　６＊＊＊

（－３．６８８　０） （－４．１７６　１） （－１７．３４０　５） （－１６．１０６　８）

ｌｎＫＬ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５５　５＊＊＊ ０．０４０　３＊＊＊

（１．８２３　３） （８．０９８　０） （１３．９１７　０）

ＰＡＴ －０．０４１　１＊＊＊ －０．０８２　０＊＊＊

（－３．７８５　０） （－４．２５４　０）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３４　４）

常数项 ０．０１４　９＊＊ ０．０５４　８＊＊ ０．１１３　３＊＊＊ ０．０７９　７＊＊＊

（２．５１８　１） （２．２９１　７） （１１．８２０　７） （２１．８６２　２）

ＡＲ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８　１
ＡＲ （２） ０．１８０　０　 ０．２２６　２　 ０．５３０　６　 ０．１４６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１５６　３　 ０．１５３　３　 ０．５０１　６　 ０．９８７　３

　　注：（１）＊、＊＊及＊＊＊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检验； （２）括号内数值为ｚ统计量 （系统

ＧＭＭ模型）；（３）ＡＲ （１）、ＡＲ （２）和Ｓａｒｇａｎ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Ｐ值；（４）Ｌ．表示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５）为

保持报告结果有效位数的一致性，调整了环境规制变量的单位量纲，这不影响结果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意义。下表同。

表２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专利技术 （ＰＡＴ）对ＧＶＣ地位有抑制作用，与理论预期不
符。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国家、企业专利制度不完善或者政府实施专利资助政策，扭曲
了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使其过于重视追求专利数量，导致产生大量低质量专利［３９］。此外，即便
质量过关的专利也有可能未转化为有效产出，产品转化率低，故而没能产生专利的技术进步带动效
应，也无法实现专利技术对ＧＶＣ地位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及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专
利申请虽然不断增加，但主要是为应对东道国同行业的竞争，是针对竞争对手的未雨绸缪，存在一
定的技术封锁效应［４０］，从而导致专利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而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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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攀升。资本深化 （ＫＬ）对ＧＶＣ地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对于一国而言，资本深化程度越
深，对ＧＶＣ攀升的促进作用越大。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国人均资本不断提高，有利于
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出口规模 （ＥＸＰ）对
ＧＶＣ地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ＧＶＣ攀升。这与目前发展中国家
往往通过加工贸易参与ＧＶＣ分工有关。单纯依靠扩大出口规模未必能够实现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
地位的提升，反而可能会使其面临 “低端锁定”的风险。ＦＤＩ对ＧＶＣ地位总体表现为促进作用，
主要通过示范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国际竞争效应等方式发挥其积极影响。外资企业能够为一国带
来较为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国内企业能够通过模仿和改进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从而提高
中间品的出口附加值，促进一国ＧＶＣ攀升。

（二）环境规制间接影响ＧＶＣ地位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表２表明环境规制与ＧＶＣ地位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故可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表３

报告了以低碳ＴＦＰ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列 （１）给出的是模型 （５）的结果，可知环境规
制二次项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与低碳ＴＦＰ之间是 Ｕ型关系。一国实施环境规制
后，虽然可能促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以达到政府排污要求，但企业也将面临额外的
环境税等费用，大幅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不利于提高生产率。由于环境规制在拐点左侧时，
仍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改进生产方式和绿色研发的动力不足，“碳减排效应”对低碳ＴＦＰ的促进作
用小于 “生产率效应”下降对低碳ＴＦＰ的抑制作用，故低碳ＴＦＰ有下降趋势。当环境规制水平不
断加强并跨过拐点，即环境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收益达不到预期时，较高的环境标准会使企业的技
术进步 “绿色偏向”，企业可能会大幅度增加绿色研发投入，引入清洁技术，促进企业生产创新和
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节能减排效率，从两方面共同提高低碳ＴＦＰ。

表３　低碳ＴＦＰ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ＣＴＦＰ　 ＧＶＣ

（１） （２）

Ｌ ． ０．１７８　７＊＊＊ ０．９７７　６＊＊＊

（１０．６２９　３） （９９．５９２　０）

ＥＰＩ　 ０．１０９　８＊＊＊ －０．０１５　５＊＊

（５．５２０　４） （－２．２０３　７）

ＥＰＩ２　 ０．０５１　１＊＊＊ ０．００７　３＊＊＊

（８．７８１　０） （５．１５９　４）

ＬＣＴＦＰ　 ０．１５３　７＊＊＊

（４．９７２　４）

常数项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ＡＲ （１）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ＡＲ （２） ０．４８７　３　 ０．１２６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９９８　８　 ０．４０２　５

表３列 （２）为模型 （６）的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低碳ＴＦＰ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低碳ＴＦＰ
的提升可以促进ＧＶＣ攀升，但该促进作用的内
在传导机制还不能确定，有待后文对低碳 ＴＦＰ
分解项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及其二次
项的影响系数仍显著，说明低碳ＴＦＰ在环境规
制与ＧＶＣ地位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假设２成立。
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仍有直接影响，可能的原
因是环境规制本身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

效应对ＧＶＣ地位产生Ｕ型影响，同时还可能通
过其他渠道，如技能溢价、人力资本等影响

ＧＶＣ攀升。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除了表２依次

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外，本文首先借鉴郑玉
等［４１］的方法，考虑到大国①可能有能力影响第三国的贸易政策，剔除大国样本进一步回归；然后使
用差分ＧＭＭ进行回归检验。表４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二次项的系数和低碳ＴＦＰ的系数仍然显
著，即表２、表３回归结果比较稳健，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呈Ｕ型，低碳ＴＦＰ作为中介变
量在两者间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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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剔除大国样本 差分ＧＭＭ

ＧＶＣ　 ＧＴＦＰ　 ＧＶＣ　 ＧＶＣ　 ＧＴＦＰ　 ＧＶＣ

Ｌ ． ０．９７４　４＊＊＊ ０．１７０　７＊＊＊ ０．９７８　７＊＊＊ ０．２７４　２＊＊＊ ０．２４８　５＊＊＊ ０．２６９　５＊＊＊

（２３．３０９　７） （４．９４６　１） （５１．５６５　３） （２６．１２４　１） （２１．４７４　１） （１３．０３９　９）

ＥＰＩ －０．０２３　９＊＊＊ ０．１８９　２＊＊＊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１９　４＊＊＊ ０．２２６　２＊＊＊ －０．００９　１

（－３．６０４　８） （５．７０８　５） （－０．１６１　５） （－１３．８６９　０） （１３．７５０　８） （－１．５２２　４）

ＥＰＩ２　 ０．００４　３＊ ０．０５６　９＊＊＊ ０．００７　４＊＊＊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１３　３＊ ０．００４　１＊＊

（１．８４９　４） （３．２３２　５） （２．８２３　２） （２．１９２　７） （１．７１３　０） （２．２２８　５）

ＧＴＦ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８１　９＊

（３．６７０　３） （１．９２５　４）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四）传导机制检验
表５、表６报告了以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环境改善效率、纯技术效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

果，进一步剖析了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的内在传导机制。

表５　规模效率、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ＥＣ　 ＧＶＣ　 ＴＣ　 ＧＶＣ

（１） （２） （３） （４）

Ｌ ． ０．４１１　９＊＊＊ ０．７８７　４＊＊＊ ０．１２９　３＊＊＊ ０．９７８　３＊＊＊

（４３．３６４　０） （５４．００８　１） （１１．２３８　８） （６５．１６９　８）

ＥＰＩ －０．０５２　７＊＊＊ －０．００２　４　 ０．２５４　２＊＊＊ ０．０１７　８

（－６．４６３　６） （－０．３３９　４） （１２．２２１　８） （１．１０４　８）

ＥＰＩ２　 ０．０２０　７＊＊＊ ０．００３　２＊＊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８　４＊＊＊

（３．６２１　１） （２．１２３　５） （８．０７１　７） （３．９５０　０）

ＳＥＣ　 ０．１２２　１＊＊＊

（２．７２１　２）

ＴＣ　 ０．２６９　３＊＊＊

（２．９３７　９）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３

ＡＲ （２） ０．５６１　６　 ０．２６６　７　 ０．４８７　７　 ０．１０７　３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２５０　７　 ０．４３９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４６０　５

首先，表５列 （１）中，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环境
规制加强，规模效率呈Ｕ型趋势。其可能的原因是，实施环境规制，企业需要负担额外的治污成
本，可能面临重新选址、购买排污设备等问题，成本上升、优势削弱导致企业缩小生产规模，甚至
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环节或位于排污税较高区域的厂址，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然而当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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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拐点，即企业缩小规模不足以弥补环境成本的上升时，企业不得不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通过
研发新型产品和绿色清洁技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生产绿色产品，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使产品需求
增加，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提高规模效率。此外，表５列 （２）环境规
制二次项系数显著，规模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效率的提升促进了ＧＶＣ攀升，与假设３ａ
相符，规模效率在环境规制与ＧＶＣ地位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表６　环境改善效率、纯技术效率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Ｃ　 ＧＶＣ　 ＰＴＥＣ　 ＧＶＣ

（１） （２） （３） （４）

Ｌ ． ０．３６０　２＊＊＊ ０．８６４　０＊＊＊ ０．４１８　８＊＊＊ ０．８６４　７＊＊＊

（８６．２５９　４） （６０．３８８　８） （３０．９２９　０） （６６．６８９　８）

ＥＰＩ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８１　２＊＊＊ ０．０１５　４＊ －０．０２７　７＊＊＊

（４．５３０　１） （－７．７１８　５） （１．７７６　７） （－２．９１３　８）

ＥＰＩ２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４８　４＊＊＊ ０．００６　１＊＊＊

（３．５６２　２） （－１０．１２９　８） （２．７６７　６）

ＥＣ －０．３７９　７＊＊＊

（－４．４６８　１）

ＰＴＥＣ　 ０．０３１　３

（０．５８４　５）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００　２

ＡＲ （２） ０．３９５　３　 ０．１１５　７　 ０．４２５　７　 ０．１４５　４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４６２　４　 ０．２７３　９　 ０．３３８　１　 ０．２８８　８

其次，表５列 （３）中，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环境规制加强，
技术进步呈Ｕ型趋势。这意味着环境规制使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提高，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治
污领域，对研发投入的资金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技术进步提升。当政府实施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
时，企业为了获得长期利润，改进生产流程和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和
研发创新中，培养高技能人才，促进了生产技术升级和产品工艺创新，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此外，表５列 （４）环境规制二次项系数显著，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术进步促进ＧＶＣ
攀升，与假设３ｂ相符，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与ＧＶＣ地位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技术进步有利于企业
更多地参与中间品生产，提高中间品附加值，因而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对ＧＶＣ地位
产生影响。
再次，表６列 （１）中，环境规制一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未加入平方项，说明环境规制的

加强可以提高环境改善效率。随着环境规制的提高，一方面，国内企业为达到环境规制的排污标
准，会购买绿色生产设备，使用清洁的原材料，研发绿色产品和绿色生产技术，环境改善效率提
高；另一方面，提高了ＦＤＩ进入的绿色贸易壁垒，减少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增加绿色行业的进入，
带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环境改善。此外，表６列 （２）环境规制二次项系数显著，环境
改善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通过环境改善效率效应影响ＧＶＣ地位，与假设３ｃ相符。
但环境改善效率的提升抑制了ＧＶＣ攀升，可能的原因是，环境改善以污染治理成本以及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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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为前提，虽然环境改善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可能导致产品生产成
本提高进而挤占研发资本，从而抑制ＧＶＣ攀升。
最后，表６列 （３）中，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环境

规制加强，纯技术效率呈倒Ｕ型趋势。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实施，企业为了弥补治污成本，会淘
汰技术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加强技术指导与管理培训，便于积累先进管理经验和掌握熟练技能，
促进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至拐点右侧，即企业的收益无法负担额外的环境成本
时，会促使企业引进高端的管理人才和设备，但由于短期内难以对新引进的各种资源进行迅速而合
理地配置，所以无法充分发挥管理者的才能和高端设备的效能，从而阻碍纯技术效率提升。此外，
表６列 （４）纯技术效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Ｓｏｂｅｌ检验的Ｐ值为０．５５９　５，表明纯技术效率在环境
规制与ＧＶＣ地位间并无中介作用，与假设３ｄ并不相符。其可能的理由是：第一，纯技术效率通常
代表一国制度和管理的完善水平。制度和管理水平越高，纯技术效率水平也越高。完善的制度既能
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也能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和层次，会引领ＧＶＣ向高端攀升。但制度和管理的
改进通常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在短期内可能会抵消制度改进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同
时，部分相关政策实施和监管效果存在滞后性，经济单元对政策的反应也会有滞延的可能，导致制
度改进和管理完善的效果并不能及时反映到生产环节中，从而弱化制度改善对生产要素的提升作
用。所以，无论从交易成本还是从生产要素角度，都对原本纯技术效率对ＧＶＣ地位的正面影响起
了阻碍作用，使得纯技术效率无法对ＧＶＣ地位产生显著影响。第二，这里的纯技术效率也能反映
一国内部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提升通常可以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部
分生产成本，然而ＧＶＣ分工属于产品内分工，涉及要素资源等的跨国流动，会导致物流成本的增
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产品附加值的增值部分，最终成本的一减一增带来的影响使得纯技术
效率对ＧＶＣ地位的作用不再显著。

五、主要结论与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４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环境规制对ＧＶＣ地位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 Ｕ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实施，企业需要
承担额外的环境成本， “遵循成本效应”对ＧＶＣ地位产生抑制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拐点，
即企业收益不足以弥补治污成本的大幅上升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创新补偿效应”有利
于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ＧＶＣ攀升。

２．低碳ＴＦＰ作为中介变量在环境规制影响ＧＶＣ地位时起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主要是规模
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以及环境改善效率的负向影响共同作用于ＧＶＣ地位的结果，而纯技术
效率并未发挥显著作用。此外，环境规制与低碳ＴＦＰ之间是 Ｕ型关系。具体地从分解项来看，环
境规制与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之间是Ｕ型关系，与纯技术效率之间是倒 Ｕ型关系，环境规制对环
境改善效率有促进作用。

３．资本深化、ＦＤＩ均显著促进了ＧＶＣ攀升。资本深化程度提高，企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研
发中，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ＧＶＣ攀升；ＦＤＩ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影响分工，提高中间品增
加值，促进ＧＶＣ攀升。专利技术和出口规模则起抑制作用。专利制度不完善使专利未能全部转化
为有效产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专利申请存在技术封锁效应，无法实现其对 ＧＶＣ地位的促进作
用；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嵌入ＧＶＣ低端环节的国家，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ＧＶＣ攀升，反而
会使其面临 “低端锁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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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国际经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１．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标准，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规制工具，必要时实施分类规制政策。
从短期来看，应该实行适当的环境规制，既要避免企业因承担过多的环境成本给经济发展带来抑制
效应，又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从长期来看，则有必要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通过加强规制，倒逼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推进绿色清洁生产，进而从根本上化解生态环境危机，发挥
“创新补偿效应”的积极作用，促进低碳ＴＦＰ提高和ＧＶＣ攀升。

２．充分发挥规模效率效应对ＧＶＣ攀升的促进作用，克服环境改善效率效应的抑制作用。一方
面，为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可以通过建立跨国公司、直接并购等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效益水
平，通过产业结构整合和优化来实现规模经济，促进ＧＶＣ攀升；另一方面，强化环境规制，倒逼
企业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绿色技术，积极开展绿色技术自主研发活动，取得内生性绿色技术进步以提
高环境改善效率。同时，应制定科学完善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并重，将环境
因素纳入考核标准中，克服环境改善效率效应对ＧＶＣ地位的抑制作用。

３．继续借助技术进步效应促进ＧＶＣ攀升，探索通过纯技术效率途径促进 ＧＶＣ攀升的方法。
一方面，要继续提高自身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借鉴吸收能力，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创新与人
力资本的资金投入，培养技术创新型人才。通过人才红利和技术升级，提升技术进步对ＧＶＣ攀升
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ＧＶＣ地位向高端设计、研发环节转变。另一方面，企业应当摒弃落后的经
营观念，吸收先进管理制度经验；政府要提高制度质量，抑制官僚主义、制度不完善等对ＧＶＣ攀
升的抑制作用，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行业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纯技术效率效应
的实现，提高ＧＶＣ地位。

４．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促进中国ＧＶＣ攀升：（１）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健全教育机
制，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高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２）通过制定积
极的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充分发挥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引导国内企业研发生产高
附加值中间品，提升ＧＶＣ地位；（３）完善专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在促进企业积极研发的同时，
为专利技术转化为有效产出提供保障，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ＧＶＣ攀升；（４）调整进出口规
模，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充分发挥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中国出口产品向
高附加值环节转变，促进ＧＶＣ地位向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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